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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难成为当代社会的危机表征，面对各种重大灾

难，如何在复杂的传播情境下沟通不确定性成为重要

议题。特别是像飓风等重大自然灾害，其本身携带的

风险就是瞬息万变的，具有不确定性、时间急迫性与复

杂性等特征。

自然灾害的波及甚广，灾难一旦发生需要多方力

量进行救助，通过有效的风险沟通，提升救灾效率，降

低社会不稳定因素。这种风险沟通体系需要依据不同

的社会风险情境对个体心理反应层面、社会多元参与

层面、文化价值沟通层面等多个维度的灾害风险信息

进行多方应对与综合治理。既有的风险传播系统强调

的是由上至下、由权威到公众、由中央到地方的信息传

播方式，旨在重视信息的告知，而忽视了公众的风险感

知与恐慌情绪。基于“导向需求”概念，定向需求越高，

越会关注与主动寻找媒体的报道内容，也就越容易受

到媒体内容的影响。相关研究发现，因环境剧烈变化

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及负面情感，会激发人们通过媒体

对相关信息的关注。①具有多元性与开放性的社交媒

体在风险沟通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。既有研究表明，

网络社交媒体具有社群关系网络串联及即时互动的优

势，特别是在风险议题上，社会化媒体比传统媒体更能

深刻影响民众的风险认知。②因而灾难发生过程中，社

交媒体便成为一个临时的传播社群，用来将多层级人

群聚集起来，沟通各种不确定信息，并借由社交媒体平

台进行“灾情资讯的交换与感受分享，以降低不确定性

为公众带来的恐慌与焦虑。”③

由此，在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情境下，灾害风险的

不确定性如何被表征与放大，各相关利益方如何通过

社交媒体进行风险的感知与沟通，满足公众特别是受

灾地区居民的信息需求，消除集体焦虑和恐慌，形成合

力减少灾害风险便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。

一、自然灾害风险与沟通不确定性

自然灾害具有一些共通的特征，如突发性、破坏

性、不确定性、急迫性、信息不充分性等，其中最重要的

特征是“不确定性”，其本质是“不利影响”（包括人类生

命损失、经济损失和生态环境损失等），其作用对象是

“人类可持续发展”。④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，人们要想

从源头上消除自然灾害风险是不可能的，当灾害发生

时各相关利益方应该关注的是面对灾害风险的诸多不

确定性，畅通信息传播渠道，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，从

而降低其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与不利影响。

越来越多的风险研究者认识到风险并不是单纯的

技术问题，也是一个社会建构问题，即“个人的感知和

社会群体的行为、制度结构及信息传播共同塑造了风

险的社会经验，并进而影响着风险的后果，”⑤其中风险

沟通成为风险传播中的重要议题。1987年，科万罗等

学者率先提出风险沟通是利益群体间针对风险进行

的有目的的信息交换与现实互动。⑥之后，美国国家

研究委员会基于前期的大量研究于 1989年出版了《改

善风险沟通》，明确将风险沟通界定为在关注健康或

环境风险的个人、群体、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

动过程。在这一定义中，风险沟通不再仅属于政府机

社交媒体在自然灾害事件中的风险沟通
——以飓风“厄玛”为例

□ 陈 虹 潘 玉

［中图分类号］G206［文献标识码］A［文章编号］1009—5322（2020）03—0066-5

【作者简介】陈 虹，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。

潘 玉，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。

【基金项目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人工智能时代媒体深度融合模式创新研究”阶段性成果，编号：19AZD043。

【内容提要】本文以2017年美国飓风“厄玛”为研究个案，探讨社交媒体在风险感知与沟通不确定性中发挥的

独特作用。研究发现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，灾害风险议题被逐步放大，其中风险议题建构的信源多元性、风

险呈现方式的多样态、简化式的情感动员提高了公众的风险感知。同时，社交媒体平台跨空间的信息流动、多层级

的风险沟通、多主体的全民共治，将兼具工具性、情感性与价值性的灾情信息呈现出来，既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更

安抚其恐惧情绪，引导各相关利益方形成合力，共同构建防灾减灾方案，实现灾害风险科学治理与综合防范。

【关键词】社交媒体；自然灾害事件；风险感知；风险沟通；飓风“厄玛”

066



2020年第3期

■传媒观察Media Review

构与专家系统，公众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认，“他们不

再满足于简单的知情，而是开始要求更多的全程参与

机会。”⑦

当前对于风险研究所采取的路径既包含了个体对

于风险的感知心理，也涉及社会多元主体的风险沟通，

更体现着风险沟通背后的文化价值构建层面。因此，

基于不同社会风险情境中影响风险信息传播与沟通的

因素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。首先，灾害风险本身与被

媒体表征的“风险”之间存在一定差异。Freberg等指

出，影响风险信息传播的因素包括沟通速度、可信度、

准确性、简单程度、沟通广度等方面。⑧同时，一个风险

事件的实际风险与公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

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。⑨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别，知识

经验的不同，对特定风险事件的相关知识了解程度各

异，导致对灾害风险的评估和应对会有所不同。即使

各方态度与意见达成一致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与官方

告知、科学解释也经常表现出系统的差异。

灾害事件具有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受众恐慌心理与

高风险感知，此时受众需要更权威的信源来减少不确

定性。有学者通过因子分析将自然灾害风险信息分为

四类：反映灾难伤亡情况的信息；次生灾害及预警信

息；与个人有密切关联的信息；灾区救援信息。⑩其中，

体现灾情严重性的信息能增加公众的风险感知，防范

和救援信息能够降低风险感知。􀃊􀁉􀁓就飓风灾害而言，由

于飓风路径的不确定性与多变性，科学系统无法更加

精准、及时推估飓风的路径，导致风险影响范围无法掌

控。同时，面对同一类型的自然灾害，政府机构、专家、

大众媒体往往采用既定的、例行化的传播方式告知每

次灾害所带来的可能性风险。这样的传播方式似乎已

失灵与失效，相关机构组织如何对这些不确定性信息

进行有效的传播，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，成为风险沟通

中的重要议题。

二、自然灾害风险沟通中的社交媒体

媒介在风险沟通与传播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

色。社会学家乌尔里希·贝克对“风险社会”概念进行

了系统地阐释，他特别强调媒体在“对抗风险”上的重

要性。􀃊􀁉􀁔美国决策研究专家保罗·斯洛维奇指出，大多

数公众评估危险依靠的是直觉判断，即“风险感知”，而

他们有关风险的经验主要是来自于新闻媒体。􀃊􀁉􀁕而新

媒体的出现使风险议题的传播发生巨大改变，特别是

在社交媒体语境下，公众被赋予了感知与建构风险的

权利，使风险沟通在不同层级信息之间成为可能。基

于 Jung等人提出的“社交媒体多层次功能”概念模型􀃊􀁉􀁖

指出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“跨层级信息流的重要信息来

源”。􀃊􀁉􀁗通过社交媒体，信息可以较频繁地进行微观层

面（人际沟通）、中观层面（地方组织、专业机构）、宏观

层面（国家级媒体、中央政府）之间的多向流动。

与传统的单向告知式的风险沟通不同，社交媒体

将公众的风险感知纳入到风险应对与决策的过程中，

发展出“一个多元领域、开放性的风险沟通”􀃊􀁉􀁘形式，因

而社交媒体称为风险沟通的重要工具之一。􀃊􀁉􀁙通过社

交媒体的信息甄别、辨析、筛选和分析获得相关信息，􀃊􀁉􀁚

兼具传播实时的预警信息、接受协助的请求、建立在特

定情况下的响应等􀃊􀁉􀁛多重功能，成为监测自然灾害事件

的新手段。

Cooper等人通过对 2013年美国密西西比州的龙

卷风灾害进行深入分析后证实，Twitter作为一个潜在

的工具可以降低灾害风险，并有利于确定风险人群。
􀃊􀁊􀁒Yates & Paquette也在 2010年海地地震的研究中得

出，利用社交媒体建立的知识共享机制可将社交媒体

作为知识管理系统，为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中如何使用

社交媒体提供策略。􀃊􀁊􀁓目前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拓

展了灾害风险的沟通渠道，同时也更新了灾害风险沟

通方式。

然而，由于社交媒体自身的传播特征，有关灾害事

件的信息经过社交平台的传播而不断扩散形成舆论，

进而引发其自身新问题。既有研究也表明了社交媒体

的风险放大效应，包括信息发布的主体、信息数量、信

息的敏感性和信息发布的时间等。􀃊􀁊􀁔以“关系”为特征

的社交媒体进行风险议题的表征时，其风险沟通机制

呈现出复杂的网络特征。由于“裂变式”的传播机制、

简化的表达机制及多层级的信息流动使社交媒体风险

沟通的重点更加模糊，往往将灾害信息中的某一方面

突显出来，而忽视了其他同等重要的信息。

由此，本文以美国 2017年飓风“厄玛”灾害为研究

个案，提出如下问题：

一是飓风“厄玛”灾害中，谁使用社交媒体平台

Twitter呈现风险，通过怎样的主题内容与形式进行传

播？谁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？

二是不同层级的 Twitter用户如何感知与呈现灾害

风险？其影响因素有哪些？

三是不同层级的 Twitter用户如何进行灾害风险沟

通，以减少不确定因素、促进风险有效治理？

三、飓风“厄玛”中的风险呈现

2017年 8月 30日，飓风“厄玛”形成并迅速升级至 5
级飓风，成为大西洋上有记录以来第二强大热带气旋。

这一毁灭性自然灾害造成近百人死亡，数百万人被迫

搬离，经济损失高达 2900亿，引发社会诸多不稳定因

素。面对飓风“厄玛”带来的巨大灾难，美国联邦政府

相关组织部门、佛罗里达州政府、社区组织、民间机构、

媒体、公众均十分关注灾情信息，在飓风达到前、中、后

整个过程中通过不同的传播平台发布有关灾害的讯

息。社交媒体在灾害发生的过程中聚合多方信息，加

强了灾情的沟通。由此，本文以因飓风“厄玛”而临时

067



2020年第3期

■传媒观察 Media Review

建立的 Twitter账号@Track_Irma为重点研究对象，就此

账号发布的相关推文内容、信源、形式等进行深入剖

析，同时结合@FEMA、@FLSERT、@hurrtrackerapp等相

关账号尽可能地搜集有关此次飓风灾害的资讯，探讨

Twitter在此次灾害中的风险呈现过程。

（一）灾害风险的多媒体、多空间联动

媒体是灾情资讯传播与沟通的重要渠道。相比于

传统媒体，社交媒体具有“网络状”的信息流动结构，信

息的发布者不再仅由官方传播与告知，而是以水平对

等的方式连结，当灾害风险出现时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

社交平台将其风险感知进行扩散，引起更多公众的注

意与讨论。传统媒体在报道灾害时，依据其自身职

业、知识背景，对信息来源进行把关与过滤，往往以固

定的报道模式与灾情信息传播给公众。而基于社交

媒体平台，用户的身份属性各异，满足其针对不同灾

害风险形成临时性的“后援途径”，进而达成有效的风

险沟通。

1、灾害风险呈现主体广泛，政府机构成为主导的

消息来源。飓风“厄玛”于 2017年 8月 30日生成，31日
一个自称为“天气发烧友”的 Twitter账号@Track_Irma
设立，专门针对此次飓风发布相关风险信息，并在其资

料中设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（NOAA）/国家飓

风中心（NHC）官网链接供公众查看详细的飓风路线与

相关数据指标等灾情信息。相关推文从 8月 31日至 9
月 10日共发布 210条，从报道时间来看信息发布于飓

风生成之后的第一天至飓风登陆。从信源来看，政府

相关组织机构的信源使用频率最高，近八成的推文选

择政府相关部门作为推文信息源，告知飓风走向的实

时数据及其可能影响的程度与范围，包括美国国家海

洋和大气管理局/国家飓风中心、佛罗里达州应急响应

管理部门等政府机构官方账号。推文内容实时更新飓

风所在位置、移动方向及速度等基本飓风信息，并采用

相对统一的格式使相关数据一目了然。

2、超过 85%的灾难风险信息聚焦受灾区域。就飓

风“厄玛”给美国造成的实际灾害空间分布而言，佛罗

里达州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，它迫使该州 67个区进

入紧急状态，因此处于风险中的社会公众更需要通过

媒体平台获取相关灾情资讯，从而满足其信息导向需

求。基于对 Twitter账号@Track_Irma的 205条（该账号

共发布 210条相关推文，其中 5条推文未呈现位置信

息）相关推文的空间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，85.4%
的灾害风险信息流向该地区。

相关推文的信息空间分布主要包括三类，其中大

多数的信息源于佛罗里达州，处于Miami, Tallahassee,
Jacksonville, Miramar, Sarasota, Tampa Bay, Lakeland
等地的Twitter用户更近距离、更及时、更感同身受地向

其他用户提供有关此次飓风灾害的信息咨询，以提升

其灾害风险感知能力；而受到飓风灾害影响的佐治亚

州、马萨诸塞州等也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，为社会

公众提供有关飓风灾害的辅助信息。

（二）灾害风险的多样态、多层级沟通

就灾难应急管理模式而言，美国国家灾难应急管

理推行“综合应急管理”模式，形成灾难事件应急管理

的整体合力与网络协同机制。􀃊􀁊􀁕因而面对灾难，需要不

同层级人群参与其中，共同呈现相关灾害信息，达成有

关灾害风险的信息-情感-价值的多层级沟通，进而减

少风险不确定性。

1、信息沟通。从推文具体的风险议题而言，

@Track_Irma账号使用相关数据指标等专业性话语表

述，通过具体数字提升其风险表述的科学性。同时，

@Track_Irma还试图向公众阐释有关灾害风险的科学

概念，如 9月 7日的一则推文发布有关“hurricane warn⁃
ing”与“hurricane watch”两个专业名词之间的区别，目

的是为了让公众增加对于飓风的风险认知。同时，

@Track_Irma还使用生动的修辞方式呈现出此次飓风

灾害的严重性和紧迫性，进而为抗灾减灾做好全面的

准备。

Nicholson-Cole研究发现，照片、图标、说明示意

图、地图等视觉传播手段能够更好地说明科学概念，特

别是与地方性、公众熟悉的问题相联系能够帮助公众

理解风险。􀃊􀁊􀁖从推文的发布形式上看，推文基本上采用

两种及以上多模态的方式呈现风险信息，仅 1条采用视

频推文，6条采用文字推文，超过四成（86条）的推文以

“#话题+文字+图片（飓风路线图）”的形式呈现，同时

GIF动画、图表、视频等形式更将飓风所在的具体坐标

位置、路径、可能性走向、影响范围等表述清楚。

2、情感沟通。面对重大自然灾害，媒体需要从灾

害信息的工具性和情感性􀃊􀁊􀁗两个维度进行表述。既有

的灾害传播体系往往以告知性与预警性信息为主要报

道内容，而更多的时候，公众往往趋向于情感的表达与

认同，而非灾情信息本身的准确性与真实性，特别是由

灾害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信息造成的焦虑与恐慌

情绪。社交媒体平台将个体的“情感”带入公共空间，

由某一灾害事件的发生而临时形成一种“诠释社群”，

实现“情感”的连接和互动。􀃊􀁊􀁘此时，社交媒体平台成为

一个开放式的交流平台，通过风险沟通、对话的方式，

安抚恐惧心理，增强信心，进而共同面对灾难。

@Track_Irma在表述灾情资讯的同时，着重从情感

上降低公众的恐慌情绪。情感的维系与分享也成为社

交媒体平台在灾害风险沟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灾害

发生时，社交媒体平台中会夹带大量的灾害发生现场

图片，涉及公共实施、房屋破坏，人员伤亡、救助人员的

灾后救助等内容，这些视觉化的符码很容易引发社会

公众的负面情感，并在社群网络中迅速蔓延。针对

@Track_Irma发布的 210条推文下的 187条评论进行统

计后发现，评论中公众主要呈现出 4种类型的情感互

动，即社交性互动（32.1%）、认同性互动（31.69%）、协商

性互动（25.7%）、批判性互动（43%）及无关性互动（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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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，6.4%）。

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，社会公众对于@Track_Irma
所持有的情感多为正向的、趋于认同的，占比最多的情

感互动类型为社交性互动，即公众对于信息本身内容

的关注度要低于情感的互动。同时，@Track_Irma针
对公众的疑问与需求，直接在推文下方评论区与公众

直接对话。公众常常以提问的方式在推文下方留言，

询问有关飓风可能性走向、影响程度、灾后应对等讯

息，通过平台中的直接对话使公众急需了解的信息得

以呈现，满足公众需求。用户之间的协商性互动，降低

社会公众的疑惑，提升其灾害风险认知。此外，推文评

论中也会出现一些批判性情感表达，即质疑信息公布

的及时性与准确性，一些对气象知识较熟悉的公众还

会针对推文所呈现的图片中飓风的错误路径进行指

正。通过灾害风险信息的协商与互动，实现了信息的

实时更新、共享与情感的共鸣。

3、价值沟通。灾难发生发展过程中，@FEMA多次

强调联邦应急管理署的“核心功能”与职责——永远为

了公众的利益，做灾难的第一响应者，以确保国家的安

全。因而，在灾难风险沟通的过程中，其议题设置基于

公众的信息与情感诉求，旨在满足公众的价值诉求。

首先，联邦应急管理署与地方州、县政府机构共同行

动，从救灾物资、疏散路线、公共安全等方面力图做好

灾前的准备工作；其次，根据国家飓风中心、国家气象

局等专业性机构组织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，通过科学

的预估方法与手段，对灾害进行实时的预警预报；再

次，通过图片、图表等多种形式，告知公众应采取的抗

灾步骤，应急用品清单、开放式避难所和恢复中心的地

图、灾难生存提示等信息。

发生在城市环境中的灾害会导致一系列及其复

杂、不断变化的灾害风险，这要求决策者承担更多的公

共安全和福利的使命与责任。基于社交媒体情境，相

关利益者设置各自价值诉求，表达其对于灾害风险的

感知与理解，呈现风险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。同时，个

体通过情感的连接形成情感共同体，并以公共安全与

信任共识为最终导向，实现风险沟通与多元互动（见

图1）。

图 1 灾害风险的多层级沟通

价值沟通

信息沟通 情感沟通

（三）灾害风险的跨区域、多主体共治

灾害发生时，作为管理者与主导者的政府机构，应

以信息公开性为首要原则，与其他职能部门、社区组

织、公众聚合，实现灾害风险的多主体共治，并尽可能

地减少灾难信息的不确定性，降低公众特别是受灾地

区民众的恐慌情绪，进而减轻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飓风登陆 5天之前，Twitter平台中美国联邦应急管

理署账号@FEMA开始发布有关此次灾害的风险信息，

作为核心组织实施者对飓风灾害进行实时响应，并与

@NHC_Atlantic（国家飓风中心）、@DeptofDefense（美国

国防部）、@TravelGov（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）等联邦

政府机构，发挥灾害风险协同治理的作用。同时，地方

政府作为灾害应对与管理的第一负责人，主导飓风灾

害风险决策与应对行动，实现了人际-地方政府-联邦

政府之间多层级、跨空间区域的信息流动与多主体共

治（见图2）。

图 2 灾害中社交媒体的多层级信息流动与多主体共治

四、基于社交媒体语境下的灾害风险沟通

既有研究表明，被媒介所表征的“风险”侧重于“感

知和表述”，􀃊􀁊􀁙它体现了个体心理在面对灾害风险时的

直观反应，并与其他个体共同触发人们对于灾害的情

感关注与动员。其中，社交媒体在建构风险议题时发

挥出独特的作用。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，由灾

害引发的一系列风险议题被逐步放大，同时风险议题

建构的主体多元性、风险呈现方式的多样态、简化式的

情感动员提高了公众的风险感知。此外，社交媒体针

对灾害事件本身设置专门账号，承担起“后援途径”的

角色，将灾害风险进行有效整合，发布实时更新数据

与讯息。在灾害风险的表述方式上，既有专业科学化

的表述方式，又有富于感性的情感表达，满足了公众

的灾害信息需求。而不同空间区域、不同层级的灾害

风险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有效聚合，社会公众在

及时获取灾害风险信息的同时，促进情感层面的分享

与互动，更体现出事实与情感背后的价值共享与共

创，这些都有利于管理者更加快速地进行灾害风险决

策，并相应地做出应对、救灾行动，达成有效的抗灾救

灾效果。

以“不确定性”为特征的风险文化主导了人们的物

质实践，在风险传播等研究领域，“不确定性”成为一个

居于中心位置的研究话题。􀃊􀁊􀁚灾害事件本身最明显的

特征就是不确定性，而经过媒体表征与公众感知后，灾

害风险不确定性特征得以进一步突显。

如何沟通灾害风险不确定性，达成有效的沟通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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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？这需要多媒体的联动、多层级的沟通与多主体的

共治，这一沟通模式贯穿灾前-灾中-灾后整个过程。

风险信息在各级政府、相关职能部门、社区组织、公众、

媒体等信息互动过程中，达成“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表

征实践和流动机制”􀃊􀁊􀁛与基于不同空间情景的风险信息

互动与协商，将科学性、专业性、真实性、利益相关性的

信息告知民众，特别是如何通过开放性的社交平台表

述情绪、分享心情，进而从分享、沟通的过程中缓解与

抚慰社会的负面情绪，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，最终达成

信息-情感-价值多维度沟通。

开放性、互动性的社交媒体构成了一个新型灾害

风险治理网络，推广风险预防、灾难应对与处置的全民

教育，培养民众主动获取风险信息、进行影响性辨别的

能力，􀃊􀁋􀁒将个人的态度与情感进行聚合与赋权，形成不

同利益主体的智慧结晶与多主体社会合力，并促成有

序、理性的对话机制，实现多主体的灾害风险科学治理

与综合防范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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